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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 

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的影响 

——基于 COVID-19 疫情的数据分析 

魏娜 杨灿 王晓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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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危机沟通理论为基础，基于来自全国 32 个

省域 252 个地市共 1717 份调查问卷，从政府信息质量的公众感知、公众媒体信息选择偏好、公众恐慌心理及抗疫

信心三个维度，对当前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影响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政

府媒体是公众第一信息来源和最信任的媒体，具有“公有”组织特征的发布主体和媒体是公众最信任的，手机是公

众获取信息的第一工具；（2）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公众个体对疫情关注程度及

关注核心，都显著影响公众恐慌和抗疫信心；（3）公众所关注的意见领袖对公众恐慌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根据以

上分析，本文围绕政府信息发布战略、策略的制定，意见领袖的选择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政

府功能嫁接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信息发布 公共危机事件 意见领袖 

引言 

COVID-19 疫情又称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年底在湖北省武汉市首先出现并于 2020 年 1月份开始蔓延全国。截至2020 年 3

月 22日中午，全国（含港澳台）确诊病例 81501 例，疑似病例 118 例，累计死亡病例 3267 例[1]。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1]。由于 COVID-19 肺炎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长潜伏期等特征
[2]
，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和隔离时间的累积，紧张、焦虑

等异常情绪最终演变为恐慌心理并进一步导致了部分人群的非理性行为。如有人为躲避隔离，隐瞒病情、欺骗医生，甚至吃退

烧药后就诊；还有人在非常时期外出聚会娱乐却隐瞒行程和密切接触人员；另有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大量囤积医药、生活

用品，更有甚者以讹传讹，迷信谣言、秘方等。以上非理性行为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反而延长了医院确诊、治疗的周期，

还在医疗资源急缺的情况下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排查工作难度的增大以及大量聚集性感染的增加；

同时，一些听信谣言的行为不但不能治病，甚至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对于此种群体性恐慌心理及非理性行为，如果不能进行

及时有效的科学干预和抑制，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导致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乃至全社会的失控。 

在中国，疫情防控工作有了初步成效，但从全球形势看，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关键阶段。因此，深入

分析 COVID-19肺炎非常规突发事件下的恐慌心理及影响因素，提出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和应急策略，对于抑制民众恐慌心理及

非理性行为、规避后续群体性恐慌及非理性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加速疫情防控的胜利是并立于一线救护人员救治患者的另一

当务之急，具有特殊性和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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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恐慌心理是引发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形成恐慌心理的机制涉及个体和信息两方面[3]。一方面重大突发

公共危机事件的产生往往会改变个人日常习惯，导致不适应感和威胁感，由于个体之间存在情绪的互动和感染，部分个体的恐

慌心理和行为反应往往会引起群体性恐慌
[4]
；另一方面，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不确定消息，公众难以用已有常识和知识

系统做出理智判断，继而引发情绪不稳定并导致恐慌心理[5]。如果早期相关机构对疫情采取“压、盖、吹”的策略，信息披露不

及时，会导致夸张和不实信息在网络上飞速传播，个体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引发人们的过度恐慌继而失去理性[6]，甚至做出违反

社会规范的举动。 

危机沟通理论认为，危机信息沟通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起着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危机信息沟通是指在公共

危机发生时，通过政府及时发布危机事件相关信息实现政府和公众对危机信息的共享[7]，从而实现抑制民众恐慌、稳定人心、增

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心的目标。危机沟通理论强调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危机信息发布的“三 T”原则，即主动性（tell you 

own tale）、全面性（tell it all）和及时性（tell it fast）；政府只有及时做好危机信息的公开、不断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质

量，才能维护公民的知情权、满足公众的信息共享需求从而减少公众心理恐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实现树立政府良好形象、提

高政府公信力的目标。 

危机沟通理论和现有相关研究均表明，加强对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的监督管理，有效利用各类媒体全面、主动、及时发布

有关疫情信息，引导民众抵制谣言、科学防护，对于抑制民众恐慌心理以及非理性行为、共同战胜疫情具有重要意义。为有效

获知此次疫情中特别是疫情前期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发布的感知信任情况、关注程度，媒体选择偏好，以及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

心理的影响，本研究团队设计了相关问卷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希望为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及政府制定有效的

信息披露战略、提升信息发布质量、强化预防和应对类似事件提供有益参考。 

一、问卷设计及数据搜集基本情况 

（一）问卷基本结构 

问卷初步设计为三大部分，包含 34个问项。为避免问卷设计缺陷导致的填答困难和数据失真情况，本团队在初始问卷完成

后于 2020 年 2 月 5-6 日运用电子邮件、QQ、微信等方式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样本为 50 人，分别来自疫情发展程度不同的 9

个省份。根据预调研反馈，团队对问卷结构、问项顺序、题项数量、语句通达性、理解歧义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最终形

成正式问卷。正式问卷由四部分内容构成，包括政府信息发布、公众媒体及信息类型偏好、政府信息的公众感知及行为、样本

基本信息，共 40个问项，采用李克特量表与一般性选择问项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见表 1所示。 

表 1问卷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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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发布质量 信息及媒体关注 公众心理及行为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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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2 2 2 5 2 3 2 4 11 

 

（二）问卷发放及样本数据采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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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借助问卷网（https://www.wenjuan.com/）平台，采用在线发放的形式，于 2020 年 2 月 7 日正式开放，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共收回有效问卷 1717 份；样本范围涉及除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外的中国其他 22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

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计 32 个省级区域单位和 252 个地级行政区划（包括省直辖行政单位和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其中疫

情较为严重的湖北、广东、河南、浙江、湖南、安徽、江西、山东、江苏 9省样本为 1089份，占样本总数的 63.4%。 

本次调查样本中女性样本为 1082人，男性样本为 635 人，分别占 63.0%和 37.0%；城市、城镇和农村占比分别为 49.5%、28.0%

和 22.5%，基本符合目前我国人口的城乡分布规律。在各年龄段分布中，大于 60 岁和小于 18 岁的群体样本为 33 人，占比为

1.9%;18～25 岁、26～45 岁、46～60 岁年龄段的样本分别占 50.1%、32.6%和 15.3%。从家庭收入情况看，经济状况在当地“非

常好”和“非常差”的样本数为 61人，占总数的 3.6%；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样本占比为 16.9%；家庭收入中等的样本占比为 71.6%，

符合研究样本的抽样需求及预期。样本学历情况方面，高中及以下学历 184人，占样本总数的 10.7%；大专学历占比为 34.5%；

本科学历占比为 34.2%；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20.6%。此外，根据前期相关报道，本次疫情的死亡病例与病人个体差异

有关且多为具有基础病史的人群，因此本次调查设计了相关问项。调查显示：样本中“免疫力很强，几乎不生病”的为 280人，

占比为 16.3%；“有心肺、呼吸道、三高、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 17人，占比为1.0%；“免疫力较强，很少生病”“免疫力一

般，偶尔生病”以及“无基础病史但免疫力较低易生病体质”占比分别为 43.2%、34.8%及 4.7%。具体情况见表 2所示。 

表 2样本基本情况分布表 

年龄 
家庭经济在当

地情况 
学历 自身身体状态 

年龄 样本 选项 样本 选项 样本 选项 样本 

18～25 861 非常好 33 初中及以下 79 免疫力很强，几乎不生病 280 

26～35 341 比较好 290 高中（中职/中专） 105 免疫力较强，很少生病 742 

36～45 220 一般 1230 大专 593 免疫力一般，偶尔生病 597 

46～60 262 比较差 136 大学本科 587 无基础病史但免疫力较低的易生病体质 81 

<18、>60 33 非常差 28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353 有心肺、呼吸道、三高、心脑血管等慢性病 17 

 

以上统计样本总数均为 1717人。 

二、政府信息质量的公众感知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就发布主体而言，是指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机构、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社区），以及包括官方媒体、公共卫生机构、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等）等在内的权威单位；就发布内容而言，是指疫情发展情况、疫情相关科普知识、疫情防控措施、各类物资供应情

况以及疫情相关事件的负面信息等；就发布形式而言，是指各级政府文件，政府在微信、微博等公众媒体上的官方账户，以及

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在内的自治组织所发布的通知等。 

政府应急信息发布既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组成部分[1]。政府信息公开理论认为信息质

量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效果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张建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将政府信息质量分为政府信息内容质量和政府信息

形式质量[2]；莫祖英等在研究政府信息公开质量时将其分为政府信息的公开质量和政府公开的信息质量[3]。借鉴既有研究成果，

为便于读者理解和区分，本文将此次疫情中政府信息质量分为政府信息发布质量和政府信息发布的资源质量，前者对应政府信

息的发布形式，后者对应政府发布的信息内容，并从公众感知视角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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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信息发布的质量感知 

1.信息发布质量及内容 

针对此次疫情，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政府此次信息发布和处理的及时性。具体包括疫情发展情况，如确诊及疑似人数、

救治情况；疫情治理情况，如救治措施、防护措施、居民出行等相关政策规定；疫情相关知识科普情况，如新冠病毒的发病原

因、主要发病症状、主要传播途径等；相关事件的负面信息，如相关部门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不作为或腐败行为、市场不

法分子哄抬物价、以疫情为幌子的诈骗行为、各方面的不实谣言等；疫区医疗物资、医药资源和疫区民众生活物资保障供应情

况。 

2.信息发布速度 

根据调查，此次疫情中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发布的及时性总体上比较认可，五个方面的认可（认为发布“比较及时”和“非

常及时”）率均达到60%以上。其中，公众对疫情治理信息发布和疫情相关知识科普发布方面的认可率较高，分别为79.5%和81.2%；

而对此次疫情中负面信息以及物资供应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公众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超过 10%的人认为相关信息“发布不及时”

乃至“非常不及时”。具体详见表 3。 

3.信息发布的全面性及深度 

在政府信息发布的全面性方面，如图 1所示，超过 74%的被调查者认为此次疫情中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是全面（比较全面以

及非常全面）的，但仍有 8.6%的样本认为信息发布不全面（不全面以及非常不全面），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中有遗漏，一些应该

披露的重要信息未被发布。关于政府信息发布的深度，根据图2可知，72.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的信息发布有深度（比较深刻

以及非常深刻），但仍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信息发布的深度不够，甚至有 5.9%的被访者认为政府发布的信息属于浅显的层

次。 

表 3政府信息发布及时性 

内容 疫情发展 疫情治理 知识科普 负面信息 物资供应 

选项 样本 占比 样本 占比 样本 占比 样本 占比 样本 占比 

非常及时 655 38.1% 687 40.0% 733 42.7% 658 38.3% 609 35.5% 

比较及时 632 36.8% 679 39.5% 661 38.5% 525 30.6% 566 33.0% 

一般 274 16.0% 239 13.9% 225 13.1% 323 18.8% 365 21.3% 

不及时 95 5.5% 80 4.7% 70 4.1% 141 8.2% 124 7.2% 

非常不及时 61 3.6% 32 1.9% 28 1.6% 70 4.1% 5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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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政府信息发布全面性调查结果 

 

图 2政府信息发布深刻度调查结果 

（二）政府信息的资源质量感知 

政府信息发布预期质量与公众感知质量往往存在差异，政府信息的发布对象为公众，从发布效果和目标实现角度而言，政

府信息发布质量应基于信息受众的角度来分析，政府信息发布质量唯一权威评价主体便是公众，即要看公众对于信息的透明真

实性、有用性、满意度等方面的感知质量。由此，本文从公众感知视角对此次疫情中政府发布信息的资源质量进行分析和探讨。 

1.信息发布的感知有用性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和实施的措施对现在及未来类似疫情的防御和控制的有用性”认可度较高，

86.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用（比较有用以及非常有用），其中 47.6%的人认为非常有用。36.6%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政府公布的有关

信息在发布速度、信息的全面性、对公众的科普性和科普效果以及信息深度方面能非常满足自身需求，39.8%的人认为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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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以上方面能比较满足自身需求。但也有少数被访者（1.9%）认为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与自身需求极度不匹配。总体上 23.6%

的人对政府相关信息对自身需求的满足程度呈现非积极态度，表明当前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内容对于某些或者某类公众而言是

不全面的，而这些信息对于此类群体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与前期信息发布的全面性调查结果一致。具体见图 3和图 4所示。 

 

图 3政府发布信息的有用性 

 

图 4政府发布信息的需求满足程度 

2.信息资源的感知真实性和透明度 

在信息资源的真实性方面，图 5显示，有 30.7%的人认为此次疫情中，政府发布的有关疫情发展、疫情治理以及物资供应等

相关信息非常真实，46.2%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真实，即总体上有近 77%的人认为此次政府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公众愿意信任这些已经公布的信息。但调查中发现仍然有超过23%的人感觉此次疫情发布有关信息不尽真实，这对于抑制公众恐

慌、维持公众情绪稳定、调动公众共同抵抗疫情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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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政府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图 6政府发布信息的透明度 

在政府发布信息的透明度公众感知方面，图 6 显示，总体而言超过七成的公众认为此次信息公布是透明的，其中有 27.6%

的人认为此次公布的信息非常透明，44.9%的人认为比较透明。但仍然有 27.5%的被调查者认为，此次疫情公布的相关信息的透

明度一般及以下。 

3.感知质量的八大省域对比分析 

为了解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感知质量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对此次疫情中感染病例较多的 8 个省份做进一步比较分析，结果

如下： 

8 个省域中，湖北和湖南两省中公众感知“非常不真实”的比例分别为 7.0%和 4.8%，而其余 6 省这一选项的平均比例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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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远低于湖北和湖南的比例；同时，湖北和湖南两省中公众感知“比较不真实”的比例分别为 10.5%和 9.5%，而其余 6 省

这一选项的比例均未超过 5%。这说明相对于其他 6 个省份，湖北和湖南两省公众感知信息真实度比较低。相反，江西和山东两

省被调查者，对于接收到的政府信息质量感知真实度较高，都接近 40%，是湖北省的近 4倍。 

表 4感知真实性的八大省域对比分析 

选项 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 江西 山东 

非常真实 10.5% 29.6% 26.2% 11.4% 23.8% 28.6% 37.7% 36.6% 

比较真实 38.6% 40.7% 53.4% 52.3% 42.9% 45.5% 42.8% 45.5% 

一般 33.3% 22.2% 15.5% 34.1% 19.0% 21.4% 18.8% 17.1% 

比较不真实 10.5% 3.7% 4.9% 2.3% 9.5% 3.6% 0.7% 0.8% 

非常不真实 7.0% 3.7% 0.0% 0.0% 4.8% 0.9% 0.0% 0.0% 

 

表 5感知透明度的八大省域对比分析 

选项 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 江西 山东 

非常透明 12.3% 25.9% 22.3% 9.1% 19.0% 22.3% 32.6% 30.9% 

比较透明 28.1% 40.7% 51.5% 56.8% 38.1% 47.3% 40.6% 43.1% 

一般 47.4% 29.6% 21.4% 31.8% 23.8% 22.3% 18.1% 17.9% 

比较不透明 10.5% 0.0% 4.9% 2.3% 14.3% 7.1% 7.2% 6.5% 

非常不透明 1.8% 3.7% 0.0% 0.0% 4.8% 0.9% 1.4% 1.6% 

 

在 8 个省域的公众感知透明度分析中发现，此 8 个省份的公众对政府信息透明度感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省最

低，只有40.4%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发布信息是透明的，其次是湖南省、广东省和浙江省；湖南省有19.0%的被调查者对此次疫

情中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透明度持否定态度，湖北省也有12.3%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 

三、公众媒体信息选择偏好分析 

在社交媒体、自媒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和学习工具的今天，信息的制作、发布、搜索、传播、接收等均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及传播效果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媒体的信息发布者、搜索者和接收者，

甚至是意见领袖和舆论引导者。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结合成为当今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因此，在这样一个裂变式信息传递

的自媒体时代，如何引导和利用自媒体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正确引导公众舆论，避免虚假信息和谣言挤占整个传播空间，对

于稳定公众情绪，避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因公众恐慌导致的二次危机，是政府在解决突发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需要特别谨慎

处理的重要问题。然而，政府如何借助自媒体发布有效信息？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取得受众的信任？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

要了解公众信息搜索和信息选择的媒介偏好以及公众的媒体依赖和信任情况。 

（一）媒体工具偏好分析 

调查显示，手机、电视、电脑、广播是此次疫情中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其中 94.4%的被调查者（1621 人）将手机作

为第一使用工具获取相关信息，59.8%的被调查者（1026 人）将电视作为继手机之后的第二选择，37.7%的被调查者（647 人）

将电脑作为手机和电视之后的第三选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公众（464 人，27.0%）将电脑作为手机之后的第二选择，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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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调查者（357人）将电视作为手机和电脑后的第三选择工具。从前三位的累计选择结果看，手机以 99.8%的绝对优势占据媒

体工具选择的榜首，而电视和电脑分别以 85.0%和 65.5%的比例分列二、三位；值得注意的是广播仍然是部分公众的重要选择，

占 27.3%。具体见表 6所示。 

表 6信息获取分布图 

排序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累计 

工具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手机 1621 94.4% 79 4.6% 13 0.8% 1713 99.8% 

电视 76 4.4% 1026 59.8% 357 20.8% 1459 85.0% 

电脑 13 0.8% 464 27.0% 647 37.7% 1124 65.5% 

广播 4 0.2% 113 6.6% 351 20.4% 468 27.3% 

报纸 3 0.2% 4 0.2% 41 2.4% 48 2.8% 

其他 0 0.0% 31 1.8% 308 17.9% 339 19.7% 

 

（二）渠道信任偏好分析 

本文梳理了目前公众获取此次疫情相关信息的主要搜索平台和媒体，根据媒体及其受众群体的特征，结合前期的调研访谈，

将本次疫情中公众信息来源渠道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政府主导和主办的各类官方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即中央政府和

各级地方政府主办的各类报纸、官方网站、电视台以及各类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二是被调查者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的各

种文件、通知和信息发布平台；三是被调查者的主要社交媒体，如亲朋好友的 QQ群、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四是各类平台网

络推送等，如百度推送、腾讯头条、抖音、360 抗疫专栏等商业媒体；五是被调查者所在基层社区居（村）委会或所在小区的通

知、公告等；六是被调查者自身及亲朋好友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 

表 7渠道信任分布表 

媒体类型 第 1位 第 2位 第 3位 第 4位 第 5位 第 6位 

中央及地方政府媒体（报纸、官网、电视台、官方

微 博、官方微信公众号） 

85.7% 

1472 

7.3% 

125 

3.7% 

64 

1.2% 

21 

0.8% 

14 

1.2% 

21 

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 
1.7% 

29 

27.8% 

478 

20.6% 

354 

22.6% 

388 

18.5% 

318 

8.9% 

152 

亲朋好友的QQ群、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信息分 享 
2.5% 

43 

10.8% 

186 

19.0% 

326 

16.3% 

280 

20.2% 

347 

31.3% 

537 

网络平台（如百度、头条、抖音等）信息 
4.4% 

75 

28.7% 

492 

20.2% 

346 

20.7% 

355 

13.7% 

236 

12.5% 

215 

基层社区居（村）委会或所在小区的通知/公告 
0.6% 

11 

17.9% 

308 

27.6% 

474 

24.2% 

415 

21.2% 

364 

8.6% 

147 

朋友、家人及自身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 
5.1% 

87 

7.6% 

130 

9.0% 

155 

15.1% 

260 

25.6% 

440 

37.7% 

647 

 

根据表 7所示，公众最信任的是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主办的相关媒体，第一提及率高达 85.7%，远远领先于其他各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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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提及率来看，被调查者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和各类商业网络平台几乎不分伯仲，商业网络平台为 28.7%，被调查者所在学

习或工作单位为 27.8%。在公众信任的第三提及率中信任度最高的是被调查者所在地区的基层社区居（村）委会的相关公告或通

知，为 27.6%；被调查者所在工作或学习单位和各类商业平台分别为 20.6%和 20.2%。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以亲朋好友 QQ群、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为主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虽然流行度很高，是信息的最

主要传播扩散媒体，但却不是公众最信任的媒体。在公众信任渠道前三位排名中，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累计提及率仅为32.3%，

而调查者所在单位累计提及率为 50.1%，商业平台的累计提及率为 53.2%，基层社区居（村）委会或所在小区累计提取率为 46.2%；

第二和第三累计提及率中商业平台、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基本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分别为 48.8%、48.5%和 45.5%。 

四、公众恐慌心理及抗疫信心分析 

（一）整体样本分析 

 

图 7公众恐慌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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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公众抗疫信心分析 

在 1717 位被调查者中，82.8%的被调查者有不同程度的恐慌情绪。其中 165 位被调查者表示“非常恐慌”，占总体样本的

9.6%;34.4%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恐慌”；38.8%的被调查者表示“有点恐慌”；仅有 4.0%的人明确表示“非常不恐慌”。 

虽然高达 82.8%的被调查者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心理，44.0%的被调查者表示有明显的恐慌情绪，但公众对于战胜此次疫情的

信心却非常坚定，高达 92.9%的被调查者相信政府能够战胜此次疫情，其中 59.4%的被调查者对国家有效防治新冠病毒肺炎表示

“非常有信心”，说明国家整体实力和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认可。 

（二）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对比分析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 8 个省份中，湖北省公众恐慌程度较为严重，是唯一一个有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现出明显的恐慌情绪

的省份，其中 14.1%的公众表示非常恐慌；其次是安徽省和湖南省，有一半或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现为明显恐慌。在 8个省份

中，广东省公众最为淡定，明显表现出恐慌情绪的样本不足三成。 

在对疫情控制的信心方面，总体而言 8 个受灾较为严重的省份公众表现信心十足，其中“非常没有信心”这一选项样本数

为 0，湖北、广东、河南、浙江、湖南、安徽 6省中“比较没有信心”选项样本数也为 0；广东、河南、安徽、江西和山东5省

有九成以上的公众表现为明显肯定态度，其中河南省 99.0%的公众认为有信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湖北省也有超过八成的被调

查者对国家防治新冠病毒肺炎有信心。 

表 8公众恐慌八大省域对比表 

选项 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 江西 山东 

非常恐慌 14.1% 7.4% 12.6% 4.5% 9.5% 8.9% 7.2% 8.1% 

比较恐慌 36.8% 22.2% 33.0% 40.9% 38.1% 41.1% 34.1% 35.8% 

有点恐慌 38.6% 44.4% 38.8% 31.8% 28.6% 35.7% 42.8% 40.7% 

比较不恐慌 10.5% 22.2% 7.8% 15.9% 23.8% 10.7% 12.3% 11.4% 

非常不恐慌 0.0% 3.7% 7.8% 6.8% 0.0% 3.6% 3.6% 4.1% 

 

表 9抗疫信心八大省域对比表 

选项 湖北 广东 河南 浙江 湖南 安徽 江西 山东 

非常有信心 50.9% 59.3% 62.1% 36.4% 33.3% 60.7% 67.4% 68.3% 

比较有信心 29.8% 33.3% 36.9% 50.0% 52.4% 34.8% 28.3% 28.5% 

一般 19.3% 7.4% 1.0% 13.6% 14.3% 4.5% 3.6% 2.4% 

比较没信心 0.0% 0.0% 0.0% 0.0% 0.0% 0.0% 0.7% 0.8% 

非常没信心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三）性别、收入与公众心理的交叉分析 

1717 名被调查者的信息反馈表明，从样本性别和家庭收入角度看，无论是男性女性、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超过九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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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国家成功控制此次疫情有信心（如图 9）。公众恐慌心理调查显示，不同性别、不同收入和不同身体基础的人群差异显著。

男性被调查者中只有 33.3%的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恐慌情绪，而女性则为 50.3%，整体而言，男性被调查者的恐慌程度远低于女性。

从家庭收入来看，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对于此次疫情的恐慌心理略有差异，高收入群体中 47.1%的人表现为明显恐慌，略高

于低收入群体中的 41.5%。 

 

图 9性别、收入与公众心理的交叉分析 

从个体身体差异看，平时身体基础好、抵抗力很强、基本不生病的群体，对于本次疫情的恐慌程度明显低于身体素质较差

的群体，前者为 35.9%，后者为 45.9%，说明有基础病史和免疫力较低的被调查者更担心自身会被感染。值得注意的是，从被调

查者疫情防控信心角度来看，身体基础好、免疫力强的被调查群体在本次调查中对政府控制和治理疫情的信心指数为 79.6%，而

免疫力较低、身体基础较差群体的信心指数为 89.8%，前者明显低于后者，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此次疫情中身体免疫力较低、

有相关基础病史的群体，受政府政策和信息的影响可能更大，在疫情的防控方面对政府依赖度更高。 

五、政府信息发布对公众心理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信息资源质量、公众个体关注程度及关注核心等因素对公众恐慌和抗

疫信心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性质，本文在前期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旨在为后文提出政策建议提供更可

靠的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公众情绪波动的因素有很多，政府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有用资源[1]；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

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对公众情绪影响较大[2]，公众常常用政府危机沟通效果衡量政府对公众的重视程度[3]。因此，政府信息发布策

略、发布质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公众的沟通效果会影响公众情绪和后续行为[4]。政府信息质量由效用、客观性和完整性构成，政

府信息的发布质量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时间、方式等因素有关[5]。政府公开信息是政府信息的组成部分[6],Strong 等

人早在 19971年就将信息质量定义为“适合于用户使用的信息”
[7]
，马费成进一步从资源质量的视角将信息资源质量界定为信息

满足用户现实或潜在需求能力的特征和特性总和[8]。Hallak 和 Schott的研究同样表明政府信息的资源质量是公众基于自身感知

对相关信息的主观评价和态度，是公众对于信息能够给自身带来价值的主观感受[9]和满意度[10]。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政府信息发布质量（及时性、全面性、深刻性）高显著抑制公众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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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政府信息发布质量（及时性、全面性、深刻性）正向影响公众抗疫信心； 

H3：政府信息的资源质量（有用性、透明真实性等）高显著抑制公众恐慌； 

H4：政府信息的资源质量（有用性、透明真实性等）正向影响公众抗疫信心。 

戴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公众恐慌心理的形成来自个体和信息两个方面[1]，除外界信息对公众心

理的影响外，公众个体对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内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信息加工整合是形成心理恐慌的重要因素。王志英等提

出情感领袖和集群情感的概念，并通过研究发现，情感领袖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中会引发集群情感效应[2]；赵卫东等研究表明，

突发事件中危机恐慌信息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会形成网民群体情绪恐慌
[3]
。Shirky 认为网民群体的思维和意见的相互交融逐

渐形成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4]，并且在这些组织力量中会活跃着权威观点表达者即“意见领袖”[5]。朱晓霞等认为意见领

袖是群体中的“活跃分子”，有较高的影响力，在观点传播、信息传递等过程中往往起到推波助澜或逆转风向的作用[6]。 

以上研究均表明，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公众往往将关注视线聚焦于意见领袖，公众对事件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和关注核

心会影响其心理及行为。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地方政府及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态度和行为以及一线医疗行业技术人员，特别

是著名专家如钟南山、李兰娟等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中被称为公众名副其实的政治意见

领袖和技术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行为对于公众心理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公众对信息关注程度高显著抑制公众恐慌； 

H6：公众对信息关注程度正向影响公众抗疫信心； 

H7：公众关注核心（政治意见领袖、技术意见领袖）显著抑制公众恐慌； 

H8：公众关注核心（政治意见领袖、技术意见领袖）正向影响公众抗疫信心。 

表 10政府信息发布等因素对公众恐慌以及抗疫信心回归结果[7] 

 公众恐慌 抗疫信心 

1 
-0.052 ** 

(0.025) 
   

0.571*** 

(0.016) 
   

2  
-0.042* 

(0.031) 
   

0.643*** 

(0.017) 
  

3   
-0.115*** 

(0.030) 
   

0.122*** 

(0.022 ) 
 

4    
-0.169*** 

(0.040) 
   

0.373*** 

(0.027 ) 

N 1668 1668 1668 1668 1668 1668 1668 1668 

R2  0.164 0.163 0.162 0.130 0.288 0.414 0.116 0.140 

F 2.200** 1.673* 8.483*** 7.374*** 4.214*** 2.434*** 9.178*** 9.283*** 

VIF 1.000 1.000 1.005 1.000 1.000 1.000 1.0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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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 10%水平下显著；**表示 5%水平下显著；***表示 1%水平下显著。 

本文采用 OLS 法、运用 SPSS22.0 对此次疫情中公众恐慌心理和抗疫信心的相关影响因素做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

示。 

表 10 中 1—4 分别代表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公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核心即

意见领袖，模型中 VIF 均小于 10，表明回归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对公众恐慌具有显

著 负 向 影 响 ， 能 够 显 著 抑 制 公 众 恐 慌 （ β=-0.052,p=0.033<0.05,t=-2.133 ）， 并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抗 疫 信 心

（β=0.571,p=0.000<0.05,t=25.844），即政府信息披露越及时、越全面、越深刻，越能降低公众的恐慌心理，提升公众的抗疫

信心；政府信息的资源公众感知质量正向影响抗疫信心（β=0.643,p=0.000<0.05,t=34.275），并在 10%水平下显著抑制公众恐

慌（β=-0.042,p=0.083<0.1,t=-1.733），表明对公众而言，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越真实、越透明、越有用、越能满足自身需求，

就越能抑制他们对疫情的恐慌情绪，并能显著提升他们的抗疫信心；公众对疫情的关注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心理恐慌

（β=-0.115,p=0.000<0.05,t=-4.738），并显著正向影响抗疫信心（β=0.122,p=0.000<0.05,t=5.011），这意味着公众个人对

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越能稳定情绪，减少恐慌心理，对疫情的控制信心越高；公众对疫情信息内容的关注核心显著抑

制自身恐慌（β=-0.169,p=0.000<0.05,t=-7.020），并显著正向影响抗疫信心（β=0.373,p=0.000<0.05,t=16.405），在本次疫

情中公众普遍关注的核心是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人员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各级党政官员，这表明技术专家和相关领导

成为公众实际意见领袖，他们对疫情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对公众影响显著，能够有效抑制公众恐慌，提升公众抗疫信心。上述回

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前期假设。 

六、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公众对此次疫情中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整体认可度较高，在疫情发展、疫情治理以及疫情相关科普知识的信息发布

方面的认可度均达到或超过 75.0%；对医疗资源和生活物资供应披露、负面信息处理及公布的及时性认可度相对较低，超过三成

的民众对此表现出非肯定态度。 

第二，公众对此次疫情中政府信息发布的资源感知质量整体较高，认为政府公布信息有用、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公众占比

分别为 86.6%和 76.4%。超过七成的公众认为政府公布相关信息比较真实透明，但接近 30%的公众对此持非肯定态度。疫情较为

严重的 8 个省域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显示，江西、山东、河南、安徽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布的感知质量认可度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但湖北、浙江、湖南、广东 4 省民众对于信息真实性和透明度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北省民众认可度最低，

不到五成，并且 17.5%的公众明显持否定态度。区域分析结果的差异可能来自被调查者当地及周边政府信息发布策略的差异。 

第三，手机、电视、电脑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三大主要工具；政府媒体是公众第一信息来源和最信任的媒体。从信息发布主

体看，公众更愿意相信具有明显组织特征尤其是“公有”组织特征的发布者和相关媒体，如各级政府、所在学习或工作单位、

基层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等。 

第四，全国范围内被调查者中，82.9%的公众具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其中女性恐慌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身体免疫力较低、有

基础病的群体恐慌程度明显高于身体素质较好、免疫力较强的群体。8大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对比分析显示，湖北省 89.5%的民

众有恐慌情绪，恐慌程度和比例远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相对而言广东、浙江、湖南在重疫区中恐慌程度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整体抗疫信心指数高达 92.9%，疫情较为严重的 8个省份中，湖北、浙江、湖南 3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湖南省最低，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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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息的发布质量、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公众个体对疫情关注程度及关注核心

都显著影响公众恐慌及抗疫信心。其中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对抗疫信心影响最大，其次是意见领袖和公众关注度；

公众所关注的意见领袖对公众恐慌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 

（二）主要建议 

首先，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政府应成立专门的信息发布管理小组，制定战略化、系统化和层次化的信息发布策略；

由权威部门和有资质部门率先统一发布重大信息，后期要注重多部门的协调统一和分工协作。着重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各部

门之间的横向分工与配合关系，二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纵向管理和配合关系，保证分工明确、配合有序，避免发生朝令夕

改和部门间信息矛盾的现象，造成公众信息混乱和政府公信力下降。 

其次，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应第一时间通过公众信赖的各类媒体对外披露相关信息，从时间和空间上挤占

各类谣言信息、诈骗信息和阴谋信息的生存资源，既要保证信息发布的及时、全面、严谨，又要保证信息公开的真实和透明，

同时要对事件相关负面信息做及时有效处理，并对公众保持公开透明，主导公众形成事件的第一印象，提升公众的信息感知质

量和信任度，做早期民众舆论和情绪的引领者，第一时间稳定公众情绪、抑制公众恐慌。 

再次，选用公众非常信赖的技术专家、知名学者做信息的披露者或政府信息发布代言人，从专业角度发布信息引导公众理

性思考，提高公众辨识虚假信息、谣言信息和阴谋信息的能力，避免自媒体舆论环境下不良信息引发的负面情绪和群体性恐慌；

同时也要及时公布地方政府及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态度和行为，发挥其政治意见领袖作用，稳定民心，提升全民有效应对突发危

机事件的信心。 

最后，将现代科技手段与政府主要功能相结合，以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效果。如将大数据分析、人脸智能识别等技术嫁接

到政府交通部门，可以快速排查相关人员、病例密切接触者并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信息，进而大大提高疫情防控的效率，做到早

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如将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嫁接到政府信息发布部门，借助各类商业媒体和社交媒体，实现对不同性别、

不同区域、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素质类型、不同媒体和信息类型偏好特征的各类群体，进行分类信息的精准推送，以达到更好

的政府信息发布效果，并及时掌握不同类型民众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做到分类引导和精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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